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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欺凌成因有三种理论解释：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通过观察学习和强化来学会网络欺凌；日常活动

理论认为网络欺凌是有动机的犯罪者(网络欺凌者)、合适的目标(网络受害者)和缺乏监护或父母监督三

个要素都具备的情况下发生的；一般压力理论认为经历过压力和负性情绪的个体更有可能参与网络欺凌。

以上三种理论不仅有助于预测欺凌者和受害者的行为，而且可以用来帮助指导针对网络欺凌者个体化干

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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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for the causes of cyberbullying.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proposes that individuals learn to cyberbully via observational learning and reinforcement. Rou-
tine activity theory suggests that cyberbullying occurs as an end result of the convergence of a mo-
tivated offender (cyberbully), a suitable target (cybervictim), and a lack of guardianship or pa-
rental monitoring. General Strain Theory holds that individuals who experience strain and nega-
tive emotions are at a heightened risk for engaging in cyberbullying. These three theories not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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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 predict the behavior of bullies and victims, but can be used to help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ized interventions for cyberbul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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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与传统欺凌相比，为网络欺凌提供经验支持的理论较少(Espelage, Rao, & Craven, 2012)。Tokunaga 
(2010)指出，关于网络欺凌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缺乏理论框架的情况下进行的。Tokunaga (2010)还认

为，理论不仅有助于预测欺凌者和受害者的行为，而且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网络欺凌的影响会比传统欺凌

的影响更大。有三种理论可以为我们理解网络欺凌提供一些见解——社会认知理论、日常活动理论和一

般压力理论。 

2. 社会认知理论 

Bandura (1977, 1986)的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是对 Miller和 Dollard (1941)的社会学

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的更新和扩展。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学习不仅可以通过直接指导来

学习，而且可以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结果来学习(Bandura, 1977)。为了使学习发生，个体必须：a) 
注意观察到的行为，b) 对观察到的行为进行图像编码，c) 重现这些图像，d) 有动机去执行该行为。

动机成分与遵循特定行为的结果有关；具体地说，个体更有可能从事那些他们已经了解到是有价值和

回报的行为。同样地，如果某一特定行为的结果是惩罚更多而强化更少，那么个体就会有动力克制自

己不去做这种行为。 
社会认知理论与社会学习理论的基本原理相同(Bandura, 1986)。但是，社会认知理论强调认知在决定

个体行为中的作用(Bandura, 1986)。具体来说，社会认知理论认为，社会环境(如目睹他人行为)、内部刺

激(如认知和感受)与行为之间存在着持续的交互作用。这种三元交互作用(即社会环境、内部刺激和行为)
被称为交互决定论(Bussey & Bandura, 1999; Orpinas & Horne, 2006)。因此，当个体对其在社会环境中的行

为及其结果进行认知评价时，这种三元交互决定论就产生了(Bussey & Bandura, 1999)。 
Bandura (1986)将这一理论应用到道德行为中，提出个体发展道德标准，这些道德标准产生于与他人

的互动中，并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而得到完善。这些标准被用来指导随后的行为——符合这些标准的行为

会增加满足感和自尊，而违反这些标准则会引发内疚和羞耻等形式的自我谴责。道德标准和情感可能会

影响个体的行为。例如，Perren & Gutzwiller-Helfenfinger (2012)对德国青少年的研究发现，道德标准和情

绪水平较低预示着网络欺凌。 
长期以来，社会认知理论被用来解释攻击行为(Bandura, Ross, & Ross, 1961)，通过解释个体是如何学

会欺凌的(即，通过观察学习和强化)。许多研究表明，观察欺凌和其他攻击行为与青少年欺凌行为之间存

在联系。例如，在家庭中遭受家庭暴力的青少年比没有遭受家庭暴力的青少年更容易欺凌他人(Baldry, 
2003; Bowes et al., 2009)。与攻击性同伴交往的儿童和青少年比不与攻击性同伴交往的青少年更容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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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行为(Mouttapa, Valente, Gallaher, Rohrbach, & Unger, 2004)。尽管有很多可能的解释来解释欺凌和其

他攻击行为以及欺凌行为的实施之间的关系，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这种联系是观察学习的结果。与这一论

断相一致的是，一些研究发现，观察与欺凌行为的关系最为密切(Curtner-Smith, 2000)。 
青少年有很多机会通过观察学习来学会欺凌他人。然而，并非所有遭受欺凌和侵犯的青少年都会效

仿这些行为。这就是认知和强化发挥关键作用的地方。在认知方面，有证据表明，如果青少年认为这些

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就不太可能从事欺凌行为。研究表明，对欺凌的认知通常与支持欺凌的情绪相

结合，而参与欺凌的倾向反映了这种双向关系。持反欺凌态度的学生实施欺凌行为的可能性明显低于持

支持欺凌态度的学生(Boulton, Trueman, & Flemington, 2002; Poteat, Kimmel, & Wilchins, 2010; Salmivalli 
& Voeten, 2004; Williams & Guerra, 2007)。因此，对欺凌的态度可以解释(Boulton et al., 2002)和预测(Poteat 
et al., 2010; Salmivalli & Voeten, 2004)欺凌行为。尽管许多儿童和青少年可能通过观察学习学会欺凌，但

只有那些持支持欺凌态度的人才有可能真正参与到欺凌行为中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态度包含认知、

情感和行为成分，反映了一种心理准备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会影响个体将来从事某一特定行为的可能性

(Allport, 1935; Fazio & Olson, 2007)。因此，亲欺凌态度并不总是导致欺凌行为。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儿童和青少年倾向于避免他们认为会受到惩罚的行为，而从事他们认为会得到

奖励的行为(Bandura, 1977)。因此，实施欺凌的青少年相信他们会以某种方式得到回报(例如，提高社会

地位，获得资源)。此外，为了使欺凌行为得以长期维持和重复，个体必须因其欺凌行为而得到强化。与

社会认知理论相一致的是，家庭成员(Bandura, 1978)和同龄人(Craig & Pepler, 1995; Mouttapa et al., 2004; 
O’Connell, Pepler, & Craig, 1999)可能会强化个体的欺凌行为(例如，通过表扬或接受)。事实上，一项研究

发现，在操场上欺凌他人的学生是受到同龄人欺凌行为的强化(Craig & Pepler, 1995)。因此，青少年生活

中的重要个体，尤其是家庭成员和同龄人，影响着青少年是否认为欺凌是可以接受的，是否会受到奖励

或惩罚。 
另外，许多研究结果表明，观察和体验欺凌与网络欺凌之间存在关联(例如，Jang, Song, & Kim, 2014; 

Sticca, Ruggieri, Alsaker, & Perren, 2013)。由于社会认知观点涉及学习、思考和推理，因此被认为是解决

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最有效的策略之一(Boxer & Dubow, 2002; Thorton, Craft, Dahlberg, Lynch, & Baer, 
2000)。 

3. 日常活动理论 

日常活动理论(Routine Activity Theory)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青少年会参与网络欺凌。这一理论没有将

暴力或犯罪归因于社会原因，而是认为社会的繁荣为犯罪或暴力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Cohen 和 Felson 的日常活动理论于 1979 年发表，它为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经济指标不断

改善的时期)犯罪率上升提供了一个创新的框架(Cohen & Felson, 1979)。Cohen 和 Felson 的理论是，犯罪

率的上升是由于更多的活动发生在家庭之外，这使得个体容易受到有动机的罪犯的伤害。该理论后来被

称为犯罪化学(chemistry for crime) (Felson, 2002)。日常活动理论认为，在某种情况下，犯罪发生需要三个

要素:合适的目标、缺乏有能力的监护人和有动机的罪犯(Cohen & Felson, 1979)。此外，犯罪不是随机发

生的，而是遵循这三个组成要素的规则模式。根据 Cohen 和 Felson (1979)的观点，目标是否合适取决于

个体作为受害者的可能性，以及他或她对罪犯的吸引力。容易受害的人是那些没有采取某些预防措施来

保护自己的人。监护是指个体防止犯罪发生的能力(Cohen & Felson, 1979; Garofalo & Clark, 1992; Meier & 
Miethe, 1993; Tseloni et al., 2004)。最后，一个有动机的罪犯是一个愿意犯罪的人(Cohen & Felson, 1979; 
Mustaine & Tewksbury, 2002)。换句话说，该理论认为，如果一个有动机的罪犯面对一个适当的目标，而

这个目标没有得到适当的防范，那么就有可能发生犯罪。如果上述任何一项缺失，犯罪发生的可能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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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降低(Pino & Johnson-Johns, 2009)。日常活动理论的本质是一个有动机的罪犯，它的对立面是一个有能

力的监护人。 
自 1979 年提出日常活动理论概念以来，日常活动理论在犯罪学中被广泛用于分析各种形式的越轨行

为(Groff, 2007; Mustaine & Tewksbury, 1999; Pino & Johnson-Johns, 2009)。最近，学者们也将日常活动理

论应用到网络欺凌的研究中(Choi, 2008; Holtfreter, Reisig, & Pratt 2008; Wilson & Backhouse, 2006)。 
网络被看作是青少年的一个新的活动空间。互联网的创新之处在于，它为引发社会互动的活动提供

了机会，从而为结识新朋友提供了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沟通渠道，在很多情况

下，它还是一个社会活动的空间。正如在不同的调查中所记录的那样，青少年把互联网作为一个活动空

间: 通过网页搜索信息，参与各种论坛，搜索和发布图片和剪辑，玩在线游戏，与已知或未知的人互动。

日常活动理论可以为青少年网络欺凌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青少年花在互联网上的时间越多，特别是使

用社交网站的时间越多，他们接触有动机的犯罪者的可能性就越大。青少年在使用社交网站时所提供的

资讯，以及他们的沟通方式(即，聊天室，即时通讯，或电子邮件)都可能使他们成为在线欺凌者的合适目

标。有研究表明，频繁使用互联网会增加在线被欺凌的风险，而网络欺凌最频繁发生的地方就是聊天室

(Mesch, 2009)。参加聊天室和玩网络游戏增加了青少年接触陌生人的机会，因此增加了他们在网上被欺

凌或骚扰的风险。 
对于网络欺凌的发生，远离家人或无人监督的时间可以增加网络欺凌和成为网络受害者的机会

(Groff, 2007)。网络欺凌是有动机的犯罪者(网络欺凌者)、合适的目标(网络受害者)和缺乏监护或父母监

督三个要素都具备的情况下发生的(Wikström, 2009)。网络欺凌者需要成为一个有动机的个体，这样才能

使网络欺凌持续下去。网络受害者是吸引有动机的犯罪者的合适目标，因为受害者可能会因为社会支持

网络有限或父母对其技术使用监控不足等原因而变得脆弱(Felson & Boba, 2010)。虽然这一理论受到了高

度的批评，但已经发现它可以预测青少年的网络欺凌行为(Marcum, Higgins, & Ricketts, 2010; Navarro & 
Jasinski, 2011, 2013)。 

4. 一般压力理论 

压力理论(Strain theory)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末的社会科学领域，当时 Merton (1938)认为，愿

望和期望之间的差距会导致压力或沮丧，最终激励人们为了实现目标而犯罪。他断言，美国文化鼓励财

富积累，但只有某些人能够通过合法的方法达到这一目标。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人感到紧张，因此转向

非法途径(犯罪企业)来实现众所周知的美国梦。Merton 的压力概念狭隘地把财富积累作为人人向往的目

标。然而，自 Merton 最初的分析以来，其他一些理论家引入了基于结果的压力或挫折的概念扩展。例如，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提出的“挫折–攻击假说”(the 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开创了一种思维方式，

即攻击以挫折为前提(Dollard, Doob, Miller, Mowrer, & Sears, 1939)，而挫折可以导致非攻击性和攻击性反

应(Miller, 1941)。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Robert Agnew (1992)重新审视了压力理论，提出了一个更细致的概念。以前

的研究主要认为压力的来源是经济，Agnew 的一般压力理论(General Strain Theory)确定了范围更广的三

个来源：1) 未能实现有积极价值的目标；2) 失去积极刺激；3) 消极刺激的出现。Agnew 的第一个压力

来源与传统压力理论相似；后两种来源使 GST 适用于更广泛的产生压力的情况，例如终止浪漫关系(失
去积极刺激)或身体虐待(消极刺激的出现)——比之前的理论体现更为广泛。 

根据一般压力理论，压力并不直接导致犯罪。相反，Agnew (1992)认为，经历压力首先会产生负性

情绪，如愤怒和沮丧，犯罪是一种适应或应对机制，紧张的个体可能会使用这些负性情绪。因此，并不

是所有经历过压力的青少年都会犯罪，只有那些因为压力而变得愤怒或沮丧的青少年才会犯罪(因为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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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会给纠正行为带来压力，可能会以不当行为的形式出现；Agnew, 2006)。根据一般压力理论的研究，

遭受上述三种类型压力的个体会经历负性情绪(如愤怒或焦虑)。这些压力的外化可以表现为犯罪或暴力行

为(Agnew, 1992)。一般压力理论认为，压力源于个体感觉自己没有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对待，或者经历

了不希望的结果。这种对待的例子包括来自父母的敌意、同辈人的排斥、负面的学校经历、身体的虐待

等(Hay & Meldrum, 2010)。Hay 和 Meldrum 研究调查了 426 名青少年，发现欺凌与自残或自杀意念之间

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传统的恃强凌弱导致了极端的负性情绪，进而转化为自我伤害(Hay & Meldrum, 2010)。
如前所述，欺凌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水平。2012 年，30%的

美国学生称自己曾被欺凌或参与欺凌活动，35%的学生称自己是欺凌的受害者。之前的一项研究表明，

35%的受访者中有 11%的人每月被欺凌两次以上(Polanin, Espelage, & Pigott, 2012)。因此，欺凌行为是由

消极的社会关系或消极的经历造成的压力的结果。研究结果发现，传统的欺凌行为对自我伤害和自杀意

念的影响对网络欺凌也有显著影响(Hay & Meldrum, 2010; Hay, Meldrum, & Mann, 2010)。另一项研究发现，

压力是欺凌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对 1442 名青少年的研究中发现自我控制是欺凌的一个重要指标(Moon, 
Hwang, & McCluskey, 2011)。 

在过去的十年中进行的研究已经检验了传统欺凌作为压力的来源以及作为压力结果参与网络欺凌

(Hay et al., 2010; Hinduja & Patchin, 2008; Moon et al., 2011; Patchin & Hinduja, 2011)。有研究发现，传统的

欺凌会在受害者之间产生负面的体验和情绪。反过来，这些线下欺凌的受害者可能会成为网络欺凌者，

作为压力的外化(Jang, Song, & Kim, 2014)。Patchin 和 Hinduja (2011)认为，经历压力的青少年可能会参与

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以增强他们的感觉。Patchin 和 Hinduja (2011)也认为，有必要在一般压力理论的背

景下进一步探索欺凌行为，因为这个框架旨在解释一系列越轨行为。Paez (2016)的研究利用了美国具有

代表性的儿童样本，探索了与一般压力理论相关的个体和社会因素是否与网络欺凌有关。他们的研究结

果支持了一般的压力理论，表明经历过压力的学生更有可能参与网络欺凌。正如预期的那样，一般压力

理论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经验支持，以解释为什么某些青少年更倾向于网络欺凌(Hay, Meldrum, & Mann, 
2010; Paez, 2016; Patchin & Hinduja, 2011)。 

5. 总结与展望 

社会认知理论对理解网络欺凌行为的复杂性和参与网络欺凌行为的社会本质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日常活动理论是一种探索网络欺凌前因的生态学方法，它考虑了网络欺凌者和网络受害者的位置、可达

性、环境特征的存在或缺失。一般压力理论认为，经历过压力和消极情绪的个体有更高的风险从事网络

欺凌行为(Hinduja & Patchin, 2010)。以上三种理论不仅有助于预测欺凌者和受害者的行为，而且可以用来

帮助指导针对网络欺凌者个体化干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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